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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诉讼价值的革新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含义，在我国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初期，学者普遍将其定义为刑事诉讼活

动通过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而对国家和社会所

具有的效用和意义。［1］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历史

背景下，学者将刑事诉讼的法认为是刑法的实施工

具，该观念深受“工具主义”影响。近年随着理论

和实践的发展，学者对刑事诉讼价值的定义有了新

的认识，即刑事诉讼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在具体

运转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人们评价和判断

一项刑事审判程序是否正当、合理的价值标准。［2］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的具体内容，近年来除传统

的三大诉讼价值即程序的正义性、程序的公正性、

程序的经济性以外，还有另外三种新兴价值理念逐

步在刑事程序中显现。它们分别是程序的和谐性、

程序的诊疗性以及程序的协商性。程序的和谐性通

常表现在被告方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中，

程序的诊疗性通常表现在青少年刑事案件中，其体

现的是对涉罪青少年的关爱、感化和教育理念。对

于程序的协商性，其最明显且直接的体现就是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和适用。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程序协商
性的关系

2018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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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制度，也标志着我国正式将量刑协商制度纳入

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从现有法律规范进行理解，认

罪认罚从宽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可以从

宽处罚。［1］关于程序协商性的定义和具体形式，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如美国的

“辩诉交易”、德国的“量刑协商”等［2］，受本

文讨论主题和篇幅限制笔者将不再赘述。就我国的

程序协商性而言，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协商性又

被称为协商性司法，其核心不同于传统的对抗性司

法，而是在诉讼程序中通过控辩双方的对话，在司

法机关的主持下和辩护人的参与下就量刑问题进行

协商，以终结诉讼程序。［3］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受“职权主义”的影

响，即便是在我国大力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

大背景下，无论是立案、侦查、提起公诉还是审判程

序，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扮演着

“如实供述”“服从于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需要”的

角色。能够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推动刑事诉讼程序

进程决定刑事诉讼结果的，只能是具有法定职权的专

门机关。无论是嫌疑人、被告人，或是被害人、辩护

人等，其意志都没有控制力。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框架下，嫌疑人、被告人选择对司法机关指控的罪

名予以承认，并在律师的帮助下同司法机关协商、妥

协，争取量刑上的优惠，以实现控辩双方的“最佳利

益”，并促使刑事诉讼程序的终结。

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程序协商性二者定

义的比较，不难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程序协商

性这一新兴刑事诉讼价值的具象化体现和实践。

三、刑事诉讼价值与律师独立辩
护权

在本文开头，笔者提到了当今主流的三大传统刑

事诉讼价值与三大新兴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对于我国

的律师独立辩护权的理论渊源，来源于“独立辩护人”

理论。［4］目前，“独立辩护人”理论的定义，在学

界和实务界尚未达成一致，但主流观点认为，其本质

是指律师基于自身的独立人格，在排除委托人意志干

扰的前提下，依据客观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事诉讼活动。

（一）有效独立辩护实现刑事诉讼正义性的

所需

我国《律师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律师

的使命和职业价值，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

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

辩护制度之所以设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嫌疑人、

被告人的权益，而另一方面更关键的作用是维护刑

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尽可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独立辩护的核心理念在于其“独立性”，要求辩护

律师无论面对委托人、司法机关或公众舆论的要求、

建议甚至压力，仍要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思考、

判断，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以达到辩护活动的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律师职业伦理要求

律师行使独立辩护是有限度的。律师在接受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为其辩护时，首先要忠诚于委托人，维

护委托人的利益，不得与委托人的意愿相悖。其次，

律师必须恪守诚信。嫌疑人、被告人之所以委托律

师为其辩护，其基础便是信赖关系，这种信赖不仅

是民事法律规范对成立双方委托关系的原则［5］，

同样是律师职业伦理所要求的。恪守诚信，在律师

行使辩护权时，特别是那些法律规定只得由当事人

行使的权利时，应当取得当事人的同意或授权。在

开庭辩护时，也应将辩护思路和角度如实告知委托

人。同时，辩护人必须进行有效的辩护。我们对辩

护的要求，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要求实现辩护的

有效性。我们要明确的是，有效辩护并非以诉讼活

动的结果是否达到委托人的愿望和辩护人的预期来

判断，而是指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切实履行了诚信、

沟通义务，尽其所能为委托人在程序上争取利益，

并以明确、专业的辩护思路在实体裁判上提出富有

意义的辩护意见。

据此，有效辩护理念的提出，从私法意义上说，

［1］马静华，李科．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认罪认罚从

宽的程序模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2）：31-41．

［2］约阿希姆·赫尔曼，程雷．协商性司法——德

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

（2）：116-126．

［3］陈瑞华．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J］．比较法研

究，2021（1）：1-20．

［4］陈瑞华．独立辩护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政

法论坛，2013，31（6）：13-24．

［5］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J］．法学研

究，1994（2）：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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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协商性视角下的律师独立辩护

是辩护律师履行忠诚义务的法律保证；而从公法意

义上说，也是维护程序正义的必要制度安排。［1］

（二）律师独立辩护的实现在新兴刑事诉讼

价值中无处可寻

传统观点认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效地行使独

立辩护权，是程序正义性的重要体现。但就律师独立

辩护与程序的和谐性、程序的诊疗性或程序的协商性

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仅从文义本身来看，似乎是相互

独立的。然而，如果深入挖掘新兴刑事诉讼价值的内

涵，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必然的联

系，对此学界形成的观点也比较一致。基于本文研究

的范围是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律师独立辩护权，上文得

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程序协商性的体现，因此我

们暂不讨论律师独立辩护与程序的和谐性及诊疗性的

联系。龙宗智教授认为认罪认罚制度适用所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控辩失衡”，即权力的行使集中向控方倾

斜。［2］陈卫东教授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

便是控辩合意程序，即“协商”。

尽管目前无论是《刑事诉讼法（2018）》还是

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未将“协商”二字写明，但

例如《刑事诉讼法（2018）》第173条第 2款规定：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

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

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

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再如《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2019）》第 269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

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

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

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

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这些条文无不是辩护人

参与“协商”的实质体现。

可见，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独立辩护参与

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辩护活动的进行，才使得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更加突显。其与程序的协商

性这一新兴刑事诉讼价值的联系，也无需赘言。

四、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独立辩护
权行使的现状分析

2017年 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

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

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

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

案件审判中的辩护作用。笔者认为，该项工作的启动

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长期以来，受律师资源、律师

执业权利保障、律师执业能力等因素影响，刑事诉讼

案件律师辩护率较低。随着“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

不断深入，对提高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和辩护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

不仅要求实现独立性，还要求兼顾有效性。

（一）律师独立辩护权的行使推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适用

2021 年 9 月 2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检察力量新闻发布会。会上披

露，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适用率为 72.2%；量刑建议采纳率为 92.7%；一

审服判率为 96.1%，高出其他刑事案件 13.7 个百分

点。就此数据来看，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

适用，协商性司法已经占据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主

流，而实现这一成果，律师的辩护活动功不可没。

高达 96.1% 的一审服判率更是说明协商性辩护在提

起公诉程序和庭审程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值班律师工作开展的形式化

《刑事诉讼法（2018）》第三十六条规定：“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

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

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

助。”该条文的增设，标志着值班律师制度在我国

正式建立。与此相对应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条文也将“值班律师”作为维护嫌疑人、被告人

权利的主体。

但就法律规范和司法实务来看，值班律师在认

罪认罚案件中仅具有帮助权，并不具有实质的辩护

权，甚至仅仅是充当程序确认“见证人”的角色。［3］

如出现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程序和量

［1］陈瑞华．有效辩护问题的再思考［J］．当代法

学，2017，31（6）：3-13．

［2］龙宗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是控辩平

衡［J］．环球法律评论，2020，42（2）：5-22．

［3］陈光中，魏伊慧．论我国法律援助辩护之完善

［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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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协商完成后，再由司法机关通知值班律师到场见

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这种只重视司法效率而

忽略司法公正的做法，很难使得值班律师发挥其作

用，使得其存在趋于形式化。

（三）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缺乏独

立性与有效性

早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

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的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

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

认罚。”笔者认为，辩护的有效性是法律帮助有效

性的一个方面，辩护的有效性是辩护独立性的目的，

而辩护的有效性也依赖于辩护的独立性。

然而，在实践中，律师辩护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却难以实现。由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启动和推进

决定权只属于控方，具有辩护权的律师往往和值班

律师面临同样窘境，始终被司法机关牵着鼻子走，

只是象征性地进行辩护活动。这种表现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司法机关为了追求司法效率或其他政治利

益，欺骗、引诱甚至采用暴力手段迫使嫌疑人、被

告人认罪认罚。加之嫌疑人、被告人通常缺乏法律

知识和维权意识，他们“被认罪”，之前可能已经

被赋予“罪犯”名号，这使得律师若想进行无罪辩

护几乎不可能。

二是律师可能与司法机关达成不利于嫌疑人、

被告人的“协议”。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律师在第

一时间介入诉讼活动，但由于自身与司法机关之间

的不平等地位或某些利益输送，律师很有可能会违

背嫌疑人、被告人的意愿，与司法机关达成一致，

帮助司法机关说服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这种

情况下，律师辩护的独立性已经彻底丧失，有效性

更是无从谈起。

三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启动的庭审程序加大

辩护难度。［1］《刑事诉讼法》第 222 条规定：“基

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

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

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此外，第 224 条规

定：“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规

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

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

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

当当庭宣判。”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中，

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是律师进行质证辩护的重要环

节，往往会对法庭的裁判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然而，

基于认罪认罚从宽而省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速

裁程序，难以为律师开展实质性辩护提供便利。

除此之外，影响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独立、有

效辩护的因素还包括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救

济制度的不完善、辩护律师自身专业程度欠佳等

问题。

五、推进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独立
辩护权行使的举措

早在清末，我国的法学研究者就对辩护权的重

要性进行了论述。沈家本在《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

等奏进呈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折》中讲到“司法者

一人，知识有限，未易周知，宜赖众人为之听察，

斯真伪易明”，“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悚之下，

言词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指纹、对诘、复

问各事宜”。推进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独立辩护权

的行使，我国学者有着广泛深入的讨论，笔者较认

同的是“无效辩护”制度的引入和诉讼模式的完善。

（一）适时引入“无效辩护”制度

“无效辩护”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随着美国的司

法实践，已确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制度。

简单来说，无效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指在刑事诉讼

中，为了保障对抗主义诉讼模式基本功能的发挥，律

师提供的帮助对被告人而言必须符合一般的执业标

准，否则法院基于此做出的判决将会被撤销。［2］

就其本质而言，该制度是当律师的不当辩护行

为侵害委托人的诉讼权利时的一种救济。从美国的

司法实践来看，该制度的适用对于提高辩护质量、

［1］闵春雷．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J］．当代

法学，2017，31（4）：27-37．

［2］彭江辉．有效辩护与辩护质量——美国有效辩

护制度窥探［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9（4）：45-49．



91

程序协商性视角下的律师独立辩护

避免辩护形式化经常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

在我国进一步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大背景

下，在相关配套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适时

引入该制度是必要的。

（二）完善诉讼模式，变革控辩审关系

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有利于实质意义上控

辩关系的平等，在此基础上控辩双方达成的协商才

有公平与公正可言。［1］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的

司法实践中，嫌疑人、被告人所处的地位是消极、

被动的。面对司法机关的指控，他们只得“如实供

述”。因此，律师的权利行使也受到了种种限制。

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视野下，我们必须将

原有诉讼模式加以完善。［2］在庭审程序之前，应给

予律师充分的准备空间。即使在嫌疑人、被告人认罪

认罚的情况下，通过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以及

收集证据等权利，使得律师获得更加真实完备的信息。

在庭审过程中，即使适用速裁程序，也应赋予律师一

定的质证、辩论权利。同时，赋予认罪认罚案件中值

班律师与辩护人等同的诉讼地位和辩护权利，也是保

障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努力达到控辩审三方的

平衡，真正实现辩护的目的的重要举措。

六、结语

在笔者看来，法律存在的诸多价值如正义、秩

序、效率、平等中，正义价值应是首位的。虽然自

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有学者提出的

“效率价值优先论”不无道理，但法治之所以被人

们所信仰并追求，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法治代表着正

义。［3］我们必须承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

适用是节约国家诉讼成本、整合国家诉讼资源的优

良选择，无不体现着程序经济性这一传统刑事诉讼

价值。但我们更要重视的是，正义终究是该制度设

立适用的最终目标。该制度正义何来？源于“协商”。

而“协商”何至正义？归于辩护之有效独立。

（责任编辑：郭志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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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emerging valu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procedural consulta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In order to punish crimes better,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egal proceedings, our country officially included the “System of leniency for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2018.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has the problems of 

formalization of duty lawyer’s work and the lack of independence and validity of lawyer’s defense in the case of 

guilty pl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erging value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ercise of 

the independent defense right of the lawyer in the case of pleading guilty to punishment,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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